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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時代的思想背景 

一、民初的社會政治環境 
熊十力所處的是個變動得很厲害的時代，他目睹政治上的腐敗無能，列強對

中國侵略所造成的傷害。1這些悲蒼的現實使年青的熊氏毅然投身軍旅，參加革命。
2及至他眼見護法運動失敗，革命的果實被軍閥蹂躪，他深感造成這些惡果的原因

是黨人植黨營私，他們無遠大的政治理想，其關鍵就在於他們欠缺高尚的道德情

操，很少在身心作修養的工夫。熊氏認為改革之道首先是要黨人明辨是非，3黨人

失卻判別是非能力的原因就是永無止境的物欲追求。4此外，社會上牢固的封建堡

壘亦未有隨革命成功而被推倒，陳腐的封建遣毒仍根深柢固地盤纏在革命黨人的

意識中。5於是他決定放棄從事多年的革命工作，轉而投身於學術思想的研究，期

望從道德淨化與思想的更新來提昇國人的完美的品德，使之作為堅實的革命基礎。 
 

二、五四運動的文化論爭 
近代中國所遇到的困局，使很多知識分子認為必須向西方學習才能拯救國

家。從最初倡導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及至提議

「全盤西化」，顯示出知識分子已逐漸認識到中國積弱的原因，不單是在器物技術

的層面或政治經濟的層面上不如西方，也在文化思想上出現問題。民國建立後的

種種腐敗現象，6使他們深感若要改革政治，必先改革社會，而改社會，則必須改

革人心。他們以為改革失敗是因為缺乏新世界觀與新人生觀來使國家富強，以致

國人的思想意識裏仍被舊信仰、舊觀念和僵化傳統所填塞。 
 

                                                 
1 熊氏生於一八八五年。十六歲時，長兄仲甫送他就學於何昆閣門下，受學半年。其師專治姚江學，

喜歡跟門生談論國家大事，勉勵徒眾實踐救國的抱負。又當時政治情況極度暗淡，前有維新運動失

敗，及後是義和團的動亂，終至八國聯軍攻陷北京。 
2 熊氏十八歲時投武昌新軍凱字營第三十一標當兵。後入陸軍學堂，同時參加革命團體日知會，秘

密進行反清活動。一九一一年辛亥革命成功後，任都督府參謀。一九一七年參與孫中山的護法運動。 
3 熊氏謂：「世之亂，先亂其是非。前清之世，朝廷無是非，而草野有之；小人無是非，而君子有

之。胡亂矣，而未至於極也。民國以來，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不信道，工不信道。居子犯義，

小人犯刑；上無禮，下無學，賊民興；上下交征利，不奪不饜，是胡上下之間，無是非可言。」見

《心書》(現收入《熊十力論著集之一-----新唯識論》，北京：中華書局，1985 年版，頁 15。) 
4 熊氏謂：「世變以來，士大夫乃有以不健全之思想，妄呈其無等之欲，邪孽競煸，害氣充塞。……

近世學者之患，皆物為之累，而氣不自振，奸生於心，而被辭以禍世。」見《心書》(同上，頁 20) 
5 熊氏說：「清季革命思潮，從外方輸入，自己沒有根芽。當時革命黨人，其潛意識還是從君主制

度下所養成之一套思想，與其外面所吸收之新理論，猶不相應。」此語原載於《原儒》一書，筆者

轉引自郭齊勇：《熊十力與中國傳統文化》(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86 年，頁 64。) 
6 民國初成，革命果實迅被封建餘孽攫取，洪憲改元，張勲復辟軍閥亂戰等。詳參郭廷以：《近代

中國史綱》(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年，第十二，十三辛。) 



當時的知識分子基本上都認為中國文化出現了危機，但這些問題能否透過吸

收外來養份，轉化吸收後融入現代社會來解決呢？抑或祇有接納西方文化而徹底

拋棄自家的文化，這樣做才是中國邁向現代社會化適切之路呢？換句話說，一些

學者認為近代中國文化所表現出的是某種「病態」，他們認為中國文化像個病人，

但不是個死人。另一方面，某些學人則確認傳統文化的生命力已僵死，這具「屍

體」只能放在博物館供人瞻仰，語調甚為悲哀。 
 

當時的文化論戰群體，可籠統分為兩個對立陣營。7以胡適為首的西化派，他

們主張與儒家傳統完全缺裂，因為現實生活中所表現出來的種種敗壞，正是暴露

了傳統的保守、封建和落後的本質，它們更成為國人不能吸取西方民主和科學的

最大阻力，所以他們主張徹底的打倒孔家店，把線裝書拋入茅厠。與此同時，他

們積極提倡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他們又主張重邏輯、重分析、重經驗、重證據

的科學實證精神，以此應用於不同的學科中。8另外，他們又倡導科學的人生觀；

以為無論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一切的現象都是受科學的因果律支配，且可用分析

方法來研究。這樣，使原本屬於人生的問題化約為生物學的問題，透過生物學的

分析來解決人生問題。9他們試圖普遍應用科學原則，使之成為檢查其它學科是否

合理的唯一尺度。其它學科若不採用「科學」的方法，所得的成果是沒有普遍性

及效用性的。 
 
面對西化派科學主義的挑戰，新儒家諸子提出強烈的反嚮。梁漱溟認為根本

不能以科學的研究方法來了解更高層次的宇宙實體，它必須由直覺心靈感通才能

體證。10張君勵則認為人生問題不能單靠科學冷靜的客觀分析所可能解決的，科學

方法所作的研究只能有效地用於自然的領域；至於人文的領域則不是科學研究所

能奏效的。11

 
總括而言，熊十力是處於一個政治極度混亂、民心凋弊、道德水準每況愈下

和列強張牙舞爪，一個已臨生死邊緣的社會中。科學與民主已成為這個社會掙扎

求存的兩大守護神；相反，傳統儒家文化被當時頗多的知識分子認定為阻礙科學

與民主發展的包袱和封建餘毒的象徵。西化派的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對傳統儒家

哲學的衝擊也顯出咄咄迫人之勢。為着回應上述之挑戰，熊氏以其整個生命，嘔

                                                 
7 一是以胡適、陳獨秀、吳稚暉等人為首的西化派，但此派中各成員的思想實存着很大的差異；成

員中有科學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與此派對立的是保守主義的

文化陣營，包括新儒家、國粹派、學衡派、東方文化派等，他們之間也存在一定的相異處。如國粹

派從一般文化的或種族的特性，來界定中國固有的國粹時；新儒家卻以普遍意識來宣稱，在儒家思

想裏，中國文化具有超越文化本性的價值。參閱羅義俊：《評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46。 
8 胡適、顧頡剛等人提出依科學的實證原則整理國故，主張大膽假設，小心永證，於是疑古之風大

盛。 
9 參閱鄭家棟：《現代新儒學概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 年，頁 42。 
10 參閱梁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台北：里仁出版社，1983 年，頁 121-130、149-150。 
11 參閱羅義俊：《評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年，頁 5、6、339。 



心瀝血地建構其本體宇宙論的哲學系統，力圖為傳統的儒家哲學開闢一條新路

向，期望使儒家思想像火鳳凰般重生於現代中國的土壤裏。 
 
乙 對佛學的繼承與批判 

 
一、崇佛抑儒 

熊十力自決定以研究學術思想為救國的途徑後，他專心鑽研的是佛教思想而

不是傳統的儒家學問；這跟他早歲對儒家經典的愛好似有點不同。12我們也可說這

是他思想的一次轉折，主要原因如下： 
 
一. 他對人世間種種悲哀苦惱感到疑惑與無奈。他說： 
 

「吾嘗披覽載籍，考見其時百姓，遭受屠戮、劫掠、逼辱、種種不可名狀

之慘，心悸目眩，不忍措思。以謂宇宙何故為一大修羅場？眾生何故甘作

罪惡？哀哉人類，生生者未有已也，其將終古大惑不解耶？吾於是究心天

人之故，而漸怡於釋迦氏之書焉。」13

 
二. 親人與朋友相繼離世，使他再次深思生死的解脫問題。14 
 
三. 他對傳統儒家與封建專制政治的密切關係，深感不滿。他以為歷代的「奴

儒」已把儒家的真正本質扭曲。他說過： 
 

 
「自武帝董仲舒出，始定尊於儒，而流毒後世。」15

 
又說： 
 
 「及至漢初，群儒擁護帝制。自不得不竄亂孔子，以為忠君思想樹

立強大根據。」16

 
四. 當時的知識分子對西方研究學問所用的嚴格邏輯思考十分推崇，而傳統儒

家經典則較缺乏這些條件；反之，佛學思想的論証方法卻十分細密，它有

類似西方邏輯方法的因明學。特別是佛教的唯識宗，它運用嚴謹的分析

                                                 
12 參閱景海峰：《熊十力》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1 年，頁 277、282。 
13 參閱熊十力：《中國歷史講話》，台北：明文書局，1984 年，頁 146。 
14 熊十力的母親、長兄、五弟和六弟於民初相繼逝世，他的革命伙伴王漢、劉敬菴、余仲勉、何

見田、朱元成先後慷慨就義。見《心書》，現收入《熊十力論著集之一----新唯識論》，北京：中華

書局，1985，頁 9、15。 
15 同上，頁 31。 
16 參閱熊十力：《原儒》，台北：明文書局，1988 年，頁 90、91。 



法，把世間一切的事象，歸納成五位百法，論述詳盡。17這是吸引熊氏鑽

研唯識思想的重要誘因。 
 
五. 最後，我們也不要忽略當時的一些重要學者對熊氏研究方向之影響。例如

內學院的歐陽竟無是當時研究唯識思想的大師；另外，國學大師章太炎盛

讚佛教的「依自不依他」自尊自信的勇猛無畏精神和認為「法相宗」的縝

密體系非常適合現代學術思想的需要，在在給與熊氏很大的啓迪。18 
 

由於上述原因，在一九二零年經梁漱溟的推介，熊氏於是年秋天赴內學

院，求佛法於歐陽竟無大師，專攻唯識學。最初僅依師訓寫成唯識學概論，

及後往北京大學講學，開始不滿唯識思想。 
 
二、對佛學思想批評的得失 

熊氏從最初固守師說到後來創造新唯識論而招致佛學中人群起攻擊，中間是

經過一段頗長的孕育期；其中有對儒學的更新體認19，亦有受不同的唯識派別互相

辯論的啓發20，也有受空宗對有宗批評的影響。 
 
從另一方面來看，他對唯識學的批評，基本上是以他的體用不二的哲學作為

立足點，從而揭示唯識理論的內在矛盾；尤其是唯識學裏處處充滿「二元對立」

觀點。21而這些正是熊氏倡體用不二哲學所要徹底否定的。以下筆者嘗試詳論他的

批判。 
 

首先，他嚴厲批評佛家的出世思想，他認為由釋迦宣說十二因緣而以「無明」

開始，佛家便視整個宇宙人生皆由迷闇而起，眾生就在這個充滿染污與罪惡的世

界裏，因着種種的執着而生出無盡的憂悲苦惱。所以佛家於此混濁的世界生厭離

之感，以為唯有從這個世界解脫和離開才是究極之路。22熊氏確認佛家出世的意思

絕不是意謂在世間而不染；其所謂的出世確是教人離開這個污染的世間，脫離到

另一清淨無染之地。他以為若在世不染就是解脫，則其它學說亦多有清心寡欲，

不染塵俗的主張，這樣又怎能顯出佛教義理的特點呢？他說： 
 
「佛之出世，決定是出離生死海，即斷苦依。有餘涅槃，異熟猶在，微苦所

                                                 
17 參閱吳汝鈞：《佛教的概念與方法》，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年，頁 326、327。 
18 參閱景海峰：《熊十力》，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1 年，頁 43 至 45。另可參閱廖自力等：《中

國近代佛教思史稿》，巴蜀書社，1989 年，頁 360、383。 
19 景海峰：《熊十力》，頁 79。 
20 同上，(頁 67) 
21 熊氏批評唯識學所說的種子與真如、種子與現行、本體的不生不滅法與現象的生滅法等理論皆

以「二元對立」為旨。 
22 參閱熊十力：《摧惑顯宗記》，台北：學生書局，1988 年，頁 6。另參閱熊十力：《新唯識論》，

台北：廣文書局，1970 年，第五章，頁 35。 



依未滅，猶是住生死，必至無餘。方於生死而得不住，談何容易，妄以在世不染，

名出世耶。名出世耶。在世不染，豈必佛教，稍能寡欲者，即可不染。以此等俗

見，而言出世，菩薩有知，能不心痛」。23

其次，他以為後來的大乘佛教雖倡無住涅槃，以為有一眾生未度盡時，菩薩

仍不願住於涅槃，要回到世間拯救眾生，但這種不捨世間、不捨眾生之悲願，並

不足以否認佛家出離世間的終極嚮往；因菩薩之所以不住涅槃只是為了拯救眾生

脫離世間，而出世才是最終目的。換句話說，就是菩薩之不住涅槃，只是度眾生

出苦海之手段，而不是第一義的終極關懷。他說： 
 
 「菩薩入世，乃所以完成其出世之希願。」24

 
他反覆論述要得涅槃必要出離世間才可，對於「涅槃即世間，世間即涅槃」一說，

熊氏並不接受。25他強調： 
 

「六度，明明捨生死此岸，到涅槃彼岸，是有世間可出離否。成論談有餘等

三涅槃：明明曰真如出煩惱障、曰真如出生死苦、曰真如出所知障。佛法若

不出離世間，還可得涅槃否。」26

 
總的來說，熊氏視涅槃與世間是截然二分的，就是說涅槃和世間是兩個不同

的境界。世間是充滿着種種憂悲哀痛和生老病死的惑染相，涅槃是無哀無苦和清

淨莊嚴的一片淨土，佛家最終是解脫眾生離開這穢濁世間，進入涅槃清淨地。他

謂： 
 
「其究極之希願，仍在度脫眾生，盡離火宅，而趣寂滅海。所謂度脫，即阿

含所云不受後有，非謂既得明淨心，在世間而不染，便是出世。倘彿之出世，

果如評者所云，則諸佛菩薩，何故有厭離生死海等胡亂語。」27

 
但筆者認為熊氏的批評確失之於偏。若從一個實踐的角度說，則大乘佛家明

顯以為涅槃與世間是相即不離的。28佛家的義理雖含有高深的思辯性，卻絕不忽略

實踐的地位，這可從佛陀箭喻經的一些故事中清楚看到。29而涅槃與世間的相即關

係，就是說要體證涅槃不是要離開此世間去另一清淨的界域體驗；相反，人要證

                                                 
23 同上：《摧惑顯宗記》，頁 54。 
24 同上，頁 45、54。 
25 參閱熊十力：《明心篇》，台北：學生書局，1976 年，頁 46、47。 
26 同上，頁 57。 
27 同上，頁 42。 
28 吳汝鈞：《佛教的概念與方法》，頁 14 至 16、70 至 73 頁。 
29 箭喻經其中一則故事說有人被箭所傷，佛陀認為先把箭拔去，才是救治這個人的最重要的事，

至於那支箭是由誰人射出、怎樣射來、為甚麼會有毒箭射來等問題倒不是最重要。同樣佛家以為救

人脫出生死海才是最重要，其它形上學、宇宙論或知識論等問題，倒不是佛教所最關心的。 



得涅槃是要在這濁污的世界透過實踐來證取。我們可說從實踐的角度來講，世間

對於體證涅槃是有其必然性。 
 

其實，熊氏亦有肯定佛家大乘思想不捨眾生、不捨世間、自利利他、拯救眾

生的實踐精神，並讚賞大乘佛家的不捨精神可與儒家聖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之

旨相近。他說： 
 

「及龍樹菩薩崛興，戒小乘之自了，開大乘之鴻基，誓願度脫窮未來際一切

眾生，故說貪嗔癡即是菩提。世間即是涅盤，有一眾生不成佛，我終不入涅

盤。此其偉大願力，將與無窮無盡之眾生為緣，終不因眾生之難度而墮其願，

餒其氣。此與聖人裁成天地，輔相萬物之大智大德，雖亦相似，而聖人精神，

注在現實世界‧大空之道，是欲找眾生出生死海，究為出世之教。」30

 
換句話說，他不反對大乘佛學具有入世關懷(worldly concern)，但他始終堅持

佛家的終極嚮往是出世間的。菩薩之不捨世間，直到度盡所有眾生出離苦海，最

後自己才入涅槃。所以大乘佛教的終極目的仍是要人離開苦痛的世間，菩薩暫留

世間只是渡脫眾生往彼岸的手段而已，相對於其目的來說，手段本身是沒有終極

意義的。 
 

從上得知，熊氏不是不知道大乘佛學有入世關懷；但他卻常呵責佛家的出世

思想，而頗忽視佛學的入世精神，這樣批評大乘佛學和中國佛學實有欠公允。難

怪後來的一些佛教學者認為他根本不明白出世之理，如佛學者印順便認為出世不

是要破壞人生，相反地是要完成一個更豐盛的生命。31       
 
接着，熊氏批評佛家的輪迴說。他認為輪迴說是佛家出世主義的根本，唯有

放棄「輪迴」的說法，才能糾正佛家出世主義的傾向；因輪迴説若要成立，則必

先要預設一輪迴主體，否則便不能解釋誰在輪迴的問題。而佛家的出世觀主要由

於這個「我」畏怖生死而求解脫所致，他說： 
 
「佛家如果不承認有個體的生命，相續不絕者，則人死而即無，何有生死海

淪没無依之可怖；且死而即無，又誰為得大涅槃者乎。」32

 
所以若放棄輪迴觀，則再沒有「我」為死後擔憂，以致佛家的出世主義亦沒

有多大的魅力。另外，他又以為相信輪迴會削弱吾人今生的價值與意義，指出： 
 

                                                 
30 參閱熊十力：《體用論》，台北：學生書局，1987 年，頁 227、228。 
31 參閱印順：<評熊十力新唯識論>，刊於林安梧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1990 年，

頁 228 至 233。 
32 熊十力：《摧惑顯宗記》，頁 50。 



「若無輪迴，則我獨出長劫中之某一期，更無第二之我。如是，則我之價值，

豈不更重大；我之生活意義，豈不更優美。」33

 
對於輪迴的有無，熊氏亦沒提出多少理性的否證，他只透過一些實效中談及

接受輪迴說會對人生產生那些消極的影響，從而間接否定它。其實，他對輪迴說

是持一種宗教信仰的觀點；信則有，不信則無。因為這是信仰問題，所以他認為

哲學不宜處理此類題目，並強調： 
 
「吾亦非必破斥輪迴，只以此理唯存在於信念之中，談哲學，不須惹此葛藤

耳。」34

 
熊氏只以一般庸人凡夫畏懼死亡而尋求宗教慰藉的觀點來解釋佛家出世觀的

心理學基礎，確失之於偏。佛教徒尋覓解脫，度入涅槃不一定由於畏生死的原故，

而是為了尋找宇宙人生的真理；透悟五蘊皆空而不執著世間事物的自性，以大無

畏的精神放下對世界種種無謂的執取，步入絕對的真實境地。大乘佛教徒更因著

對眾生的悲願，不捨世間地普渡眾生邁向真理。試問這種佛法精神又焉能以畏懼

死亡來解釋呢？ 
 
至於熊氏所謂畏懼生死的「我」，究竟是何種意義，他亦沒有詳細的說明。其

實佛家說「我」，是含有數個意義的，例如對自己的一般稱謂、行為的主體、實體

意義的自我、自我意識、佛性或神我等。35若熊氏所説的這個「我」，是意謂實體

意義的自我、不變的靈魂，則佛陀根本是反對的，因他倡導的是「諸法無我」的

法印。所以熊氏以畏懼生死的「我」來說佛家出世思想的心理基礎，是完全沒有

說服力的。 
 

三、對大乘空、有兩宗思想的批評 
(1)對大乘空宗思想的批評 

熊氏認為空宗的義理可用「破相顯性」四字來概括，36意即以般若智慧如實地

觀照到一切物質及精神現象皆是依緣所生，因此一切現象都是空無自性的。當吾

人照見「五蘊皆空」，便不會被意織的虛構作用(mental fabrication)所蒙蔽，於是便

能遣除情見的執着，不把世界的種種相狀視為有實自性，直證入真如空理，再不

會執取世間事物的自性而憂悲苦惱。熊氏甚為讚賞空宗這種「破相顯性」的宗旨，

認為這可使人掃除一切妄見邪想。他說： 
 

                                                 
33 參閱熊十力：《十力語要》，台北：明文書局，1980 年，頁 469。 
34 同上，頁 24。 
35 佛家說「我」有多個意思。參閱吳汝鈞：《佛教的概念與方法》，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年，

頁 335、336。 
36 熊十力：《新唯識論》卷中，功能上，頁 9。 



「在認識論方面，空宗滌除知見，不得不破法相。唯破相，乃所以去知見，

而得悟入法理。這點意思，我和空宗很有契合處。」37

 
另外，熊氏又認為空宗沒有犯上某些西洋哲學家只憑理智妄構本體為外在的

錯失。對於許多西方哲學家把本體當做外在的事物，以為單憑理智就能窮究本體

和探測真理這種做法，熊氏認為這只是椽木求魚而己，他們根本無法透悟真理。

相反，空宗卻能教人杜絕這些執見，導人自證真理。38

 
不過，熊氏認為空宗的最大毛病就是不能體會性德之全，忽略了本體生生不

息、變化不竭的生機，以致犯了「耽空滯寂」或「滯寂溺靜」之弊。他指出： 
 
「空宗於性體寂靜方面，領會極深；惜未免滯寂溺靜，直將生生不息、變化

不竭之真機，遏絕無餘。有宗詆以惡取空，並非苛論。」39

 
他以為空宗要破盡一切因虛妄分別心而生起的有自性的法相之後，其所顯出的真

理就是空理，此空理就是本體的別名，亦可名為真如。40本體具有「空寂真常」的

特質；「空」就是本體「無有形狀、無有作意」，離開一切相對的相狀後所顯出的

絕對真理；「寂」就是本來清靜無染的本體，它離開所有惑染相狀，不受染洉的清

靜境界；「真」就是本非虛妄之意，人要親自體悟冥證本體，不能把它當作外在的

物事，以虛妄的意識來計度它；「常」就是不變易的意思，本體是恆常的如是存在，

所以無所謂生亦無所謂滅。41

 
熊氏一方面贊成空宗對本體的獨特看法，另一方面認為空宗不免太強調本體

「空寂」的一面。首先他提出空宗因傳承着佛家出世的人生觀，所以只能視本體

為一不能起用、寂靜不動的存有。空宗只能說「真如即是諸法實性」，而絕不能說

「真如顯現為一切法」。42他批評空宗只停滯於性體空寂的境界，而不能體驗在「寂」

中也有無盡生生不息的作用，在「空」裏亦蘊藏着無窮化化不測之妙用。他表示： 
 
「至寂即是神化，化而不造，故說為寂，未可以不化言寂也；至靜即是譎變，

變而不亂，故說為靜，未可以不變言靜也。夫至靜而變，則其變，非廢然之靜，

而有健德以居靜也；至寂而化，則其寂，非曠然之寂，而有仁意德以運寂也。」43

 
其次，他認為空宗不僅把世俗虛妄的知見一一破斥，且因其破斥的手段過猛，

                                                 
37 同上，頁 18。 
38 同上，頁 19。 
39 熊十力：《體用論》，頁 98、99。 
40 熊十力：《新唯識論》卷上，轉變章，頁 91。 
41 同上，卷中，功能上，頁 25。另參閱《體用論》，頁 113。 
42 同上，卷中，功能上，頁 11、23。 
43 熊十力：《體用論》，頁 95。 



以致法性被說為空，為如幻如化。他們體認不到其造化之機，這樣便很容易誤把

「破」看成為目的本身，有破無立，於是「破亦成執」，終致陷於「惡取空」的境

地。44

 
最後，熊氏以為空宗論法性是不生不滅的無為法，而法相是生滅的有為法；

這樣性、相便成為兩種世界。他論說道： 
 
「而大空之論，則性，是不生不滅，無為法：相、是生滅，有為法。據此而

論，性相兩方，隔以鴻溝，截然之兩重世界。」45

 
在他眼中，把性、相截然二分便是一套未能圓融的哲學，因如此便會有「離體言

用」和「離用言體」─—體用關係不能一貫之誤，以致不能達至「即用顯體」和

「即體顯用」，體用不二之旨。 
 

總的來說，筆者以為熊氏對空宗的批評有一很值得商椎的疑點，主要在於兩

者對「空」的解釋不同。熊氏認為空宗破相顯性所顯出的真理就是空、本體，亦

即真如；但問題的關鍵是空宗所謂的「空」，根本不是熊氏所描述的具有實體意味

的本體。空宗所指涉的「空」，只是表示萬法皆由緣起而生，是無自性的意思，所

以「空」只是萬物無自性的狀態描述語，絕不能把「空」看作為本體。46

從空宗的角度來說，根本就不承認有「本體」這個事物，所謂本體只是意識

的虛妄作用所虛構出來的事物，是要空掉的。換言之，若以「空」為有實自體而

對之起執，則空宗是反對的，他們認為必要空卻此「空執」才可。因此空宗既不

執着於空，又焉有熊氏所評其有「惡取空」之嫌呢？雖然空宗有所謂空後還要再

空的「空空」思想，但這亦不構成熊氏所評「破亦成執」的困境，因為空宗的無

窮否定也是有其確立的，非一往的否定。這是因為佛家所說「空空」之意是「主

體性要在不斷否定不斷超越的思想歷程中，以保住其言亡慮絕的境界；這樣，最

後必逼出一無住的主體性。」47佛家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確立，所以熊氏對空宗的批

評是不恰當的。 
 
不過，佛家雖不談本體，卻以緣起性空義來破除人們對世間現象的種種執着，

但現象畢竟仍有它的功能性；現象既有功能性，也必有其發用的根源。所以，佛

家若不談本體，則功能又從何而來呢？筆者認為這是熊氏對佛家批評的一個發人

深省的問題。 
 

(2)對大乘有宗思想的批評 

                                                 
44 同上，頁 91、92、102。 
45 同上，頁 83。 
46 吳汝鈞：《佛教的概念與方法》，頁 337、338。 
47 同上，頁 68、69。 



接着，熊氏批評大乘有宗的思想。首先，他認為有宗的立論基本上是從空宗

義理的某些弊端而展開的，如本文上節所言，空宗的重點乃在破相而顯空寂，其

空一切相，乃是要人於言外體證真如。所以空宗的緣起說，旨在破諸法實有，以

顯出它們皆無自性空；這樣，便有可能滑向虛無論之嫌，因誤把無自性空當作一

無所有，忽略現象界的功能性。 
 
針對空宗上述可能出現的弊端，有宗雖談空寂，但重點則在顯真實；就是說

有宗承認諸法是有，重視以緣起義說明萬法，以不毀法相而說真實。48熊氏認為若

以唯識的「三性義」言之，則空、有兩宗的分歧點更為明顯。所謂「三性」是：

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遍計所執性是指吾人的意識執取種種本無自

性空的東西，以為有實體在其中；依他起性是指萬象皆是因緣和合而成的，是賴

眾緣所生起的；圓成實性是指不再執取萬象有其實體，而是如實地觀照萬象依緣

所生，空無自性，證入真如空理。49

 
空宗以為「遍計所執性」與「依他起性」均在空掉之列，因為「遍計所執性」」

在於吾人意識妄構執着所致；「依他起性」由於諸法是因緣和合而成，所以也不真

實。熊氏認為空宗義理只着重在彰顯「圓成實性」，而對「依他起性」少有談及。

同樣，有宗也承認「圓成實性」，亦認為「遍計所執性」是由吾人的意識妄構而有，

但以為「依他起性」不應說是無。換句話說，有宗雖然認為諸法是無自性空的，

但他們並不是立刻把其說為空，並直接強調其空的性恪，而是先透過事物如何從

心識生起來解釋現象世界，後才證入其空性。 
 
所以，我們可說空、有兩宗最初的分歧，是在於對「依他起性」所示的「緣

起性空」義的不同着重點而產生：空宗偏重其「性空」義，而有宗則着重其「緣

起」義；另外，空宗以「遮詮」為法，而有宗則以「表詮」為法。熊氏以為： 
 
「表詮，承認諸法是有，而以緣起義，來說明諸法所由成就；遮詮，欲令人

悟諸法本來皆空，故以緣起說，破除諸法，即顯諸法都無自性。」50

 
空、有兩宗對詮釋「依他起性」所採取的不同方法學進路，造成兩者差異的癥結。 
 

熊氏認為有宗承認「依他起性」，他們逐漸改造了因緣義，到了無着菩薩創立

唯識學便把「緣生說」改變成「構造論」，他建立種子為因緣，把眾多的緣看成是

一粒粒的種子構作而成，將緣起說發展成為一種宇宙生成論；51並構設阿賴耶識來

                                                 
48 熊十力：《新唯識論》，功能上，頁 36-39。 
49 同上，功能下，頁 42、43。 
50 同上，頁 46。 
51 同上，功能下，頁 49、52。唯識下，頁 41。 



含藏眾種子，又以賴耶為第一緣起，遂完成其神我之論。52與此同時，有宗仍主張

真如本體是不能起用的，53所以熊氏批評有宗犯了「二重本體」的毛病。他以為有

宗一方面以生滅的種子為宇宙萬象的原因，這己是一種本體；另一方面，又以不

生滅的真如為諸法實體，明顯犯了「二重本體」之過。 
 
再者，他又對有宗把種子與現行說成是一能一所，互相對立的狀況深感不滿。

他指出種子生現行後，現行便離異於種子而有其自體；而種子也是潛藏賴耶之中，

為現象界作根源，於是種子與現行便成為兩種世界，體用不能融成一片。他說： 
 
「蓋有宗以種子為能生，現行為所生，其一能一所，乃相對峙。藏伏賴耶中

的一切種，是隱於現象之後，而為現象界作根源。現界雖從種而生，但既生，則

有自體，即別為顯著的物事，所以種現二界，成為對峙。」54

 
最後，他批評有宗混亂了習氣與功能，把習氣與本有種子混同起來，指出功

能是就本體來說的，本體化成大用，而功能是凸顯本體的活動義，所以本體與功

能是相互涵攝而成渾一的全體。55相反，習氣是就眾生從無始以來所成的「業」來

說的，吾人的一切造作行為，雖是方生方滅，但其滅時即有餘勢續起，是名習氣。

所以功能不可與習氣混同，因功能是本有的，與本體為一；而習氣是後起的，是

由業的餘勢所造成的。有宗把兩者混為一談，一面設置「本有種子」，以為它們是

法爾本有的；一面又建立「新熏種子」，以為它們是前七識所熏習而成的。「新熏

種子」與「本有種子」一樣藏於阿賴耶識裏，它們同樣能影響將來的一切心物諸

行。熊氏以為有宗把功能與習氣混淆的後果，會使眾生錯把一切壞習當作天性，

不能自識本性之真，於是便易於被形軀之私所拘執，把生命完全物化。56

 
熊氏對有宗的批評招致許多佛教界人士的攻擊。如熊氏以種子與現行分成二

片，便遭到印順的駁斥，依他所見，種子與現行是「不一不異」的關係。印順說：

「種子生現行時，『因果俱有』，新論則斷為種現對立，這決非唯識的本意。」又

更引用成唯識論的說法，以證種現的不一不異性，「此(種子)與本識及所生果，不

一不異，體用，因果，理應爾故。」57另外，熊氏以為有宗的種子與真如說也犯了

「二重本體」之過，對此，佛學者朱世龍則認為「種子只是變化或轉依之功能，

絕不是本體。」58所以不能把真如與種子說成是二重本體。他又指出，熊氏視有宗

                                                 
52 熊十力：《體用論》，頁 145、149。 
53 熊十力：《新唯識論》，功能上，頁 41。 
54 同上，卷下之二，附錄，頁 29。 
55 同上，功能下，頁 66、67。 
56 同上，功能上，頁 54、72、73。 
57 印順：〈評熊十力新唯識論〉，參閱林安梧輯《現代儒佛之爭》，台北：明文書局，1990 年，頁

246。 
58朱世龍：〈評熊十力哲學〉，參閱張曼濤主編《唯識問題研究》，台北：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 年，

頁 264。  



把「緣生說」改變成「構造論」亦殊不應理，因為所謂構造之說，頗類似印度極

微論的四大學派，他們以細色的分子為物或境之元；但唯識家卻是極力破斥此說，

所以有宗根本沒有犯熊氏所說的把緣生說改成構造論之嫌。59其次，熊氏批評有宗

所說的阿賴耶識不異於外道神我，亦受到其他學者的辯難；巨贊法師認為阿賴耶

識，幻現不實，與數論的《金七十論》所言「無輪轉生死義的神我剛好相反。」60

 
總的來說，熊氏對佛學的批評實有所偏頗之處。首先，他堅持大乘佛教為出

世主義，而忽視其入世精神，並對中國佛學濃厚的世間關懷沒有適當的定位；再

者，他對唯識學的了解，基本上是據護法來了解世親，實有所偏。
61另外，熊氏所

批評唯識學的「種現二分」和「相見二分」，實較接近唯識今學的義理，但熊氏卻

稱之為唯識舊師。實則唯識古學(無相唯識義)與唯識今學(有相唯識義)對性相變現

的理解是不同的：無相唯識主張一重能所，於現象界沒有能取和所取的妄構，以

「性相即融」為終；有相唯識即以「二重能所」為義，歸以「性相永別」為旨；

所以熊氏的批評確有以偏概全之誤。62

 

最後，筆者以為熊氏對佛學的批評有不少值得商榷之處，佛學中人群起辯斥

亦甚可理解；但他對佛家不能完滿解釋「如何起用」的問題上，確是批評得一針

見血。雖然佛家有談用，63但他們最根本的立場，仍是「緣起性空」，佛家絕不會

承認任何形式的形上實證，因這與緣起性空義違背。這樣，若不承認體，則用從

那裏來呢？無體又何來用呢？64在這大關節的問題上，熊氏的問題是值得佛學者深

思的。 

                                                 
59 同上，頁 261、262。 
60 景海峰：《熊十力》，頁 114、115。 
61 參閱吳汝鈞：〈中國當代哲學(一)〉，《鵝湖》月刊，第十五卷，第七期總號一七五，頁 6。 
62 參閱曹志成〈真諦的唯識古學、玄奘的唯識今學與熊十力唯識論之唯識思忌初探〉見《中國佛

教》，第三十三卷第三、四期，1989 年，台北。 
63 佛教亦盛談用：如《大乘起信論》有三大說法，以體大、用大和相大置於同一地位。華嚴宗強

調力用、天台宗則說功用、禪宗有談及妙用。 
64 吳汝鈞：〈中國當代哲學(一)〉，頁 7。 


